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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確實缺乏體系化的民俗學。從內容、架構與企圖來看，林承緯教授這本作品可

說是建構「臺灣民俗學」的階段性重要工作，作者希望建構臺灣民俗學為一門獨立學科，

且「不是中國民俗學、日本民俗學或歐美民俗學研究的追隨附庸，也不是社會學的俗民

研究或人類學漢人研究翻版」（頁 20），這個目標甚為宏大。就結果而論，本書所說的臺

灣民俗學的「建構」不是一個完成式，而是現在進行式，倘若「臺灣民俗學」學科體系

日後完備，本書或貢獻了相當重要的基石。 

 

民俗即傳承的知識論根基 

本書的重要立論，即延續柳田國男將「傳承」作為發展日本民俗學的重要概念，以

此整合既存的臺灣民俗相關研究。為拓展未來民俗學研究的知識論根基，對於意圖建立

完備的學科體系而言，可說是重要且基礎。強調傳承面向，亦即確立了貫時性對民俗學

研究的重要性，也初步將偏向資料採集、文史報導的民俗誌與分析的民俗學進行區隔。

本書所收錄的篇章就在這個架構下開展，分為三個部分：行為傳承、信仰傳承、文化資

產，這個劃分可能根基於作者的日本學術訓練背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作者基於臺灣的

情境所產生的判斷。 

正如作者引用福田アジオ所指出的：「相較於歐美各國的民俗學所著重的口傳、言

語面向的研究，行為的民俗研究是日本民俗學的一大特色，以人們所展開的行事、儀禮、

技術等行為傳承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頁 24），作者引入日本民俗學傳統時亦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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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視為重要對象。這不表示日本或臺灣缺乏口頭傳承或相關研究，不過相較之下作者

更重視行為傳承的研究與分析。 

我對於將文化的傳承視為理所當然、認為能流傳下來的文化必定是好的文化的態度

存著質疑，此類觀點完全忽略政治經濟情境與各種權力關係的存在，這種「本該如此」

的思維不應是分析的民俗學的思維。很慶幸本書雖然對於日本殖民與神道信仰的批判不

多，但大部分的內容經由重視歷史脈絡的研究取向指引，並沒有產生前述狀況。 

本書前兩部分為傳承與信仰傳承研究，其範疇大抵上是各國民俗學皆有的基本領

域，不過內容上則多討論日治臺灣所傳承下來的文化，在信仰傳承這部分最為明顯，過

去臺灣的民俗研究多以民間信仰為主要範疇，本書第二部份四章皆討論神道教與神社議

題，是本書的一大特色。第三部分文化資產，則探討較為當代且熱門的文化保存、文資

法規與實務等議題，是民俗傳統如何面相現代世界之思索。從實務層面的內容來看，作

者可能也在思考，若是民俗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甚至設立科系之後，學生要如何思索出

路與人生規劃的現實問題。 

 

民俗學與民族學的曖昧情愫 

德英傳統上的民俗學（Volkskunde, Folklore）即以俗民（folk）文化為研究對象，十

九世紀語境中的俗民指的是農人、鄉下人，「那些保有舊傳統、舊風俗、舊態度的人」，

甚至是指較低階層的人。即使柳田傳統下的日本民俗學與德國 Volkskunde 和英國

Folklore 有若干差異，但柳田也提出「常民」為其研究對象。在全面資本主義化與現代

化的今日，甚至已然發展出「都市民俗學」（Urban Folklore）的當下，民俗學的研究對

象又該如何界定呢？ 

正如 Michael Herzfeld 所指明，十九世紀歐洲國族主義的發展之中，民俗學扮演了

重要角色（Herzfeld 1998[1992]: 114）。以日本來說，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明確提出

「一國民俗學」的概念，強調由本國人在本國的研究，確立其研究對象，而且強調因為

「日本是一國一言語一種族的國家」，所以整理民俗時十分容易 アアア（福田  1996: 

II-30）。當然，柳田或許沒有實質服務日本殖民主義的意圖，不過晚近學者多認為柳田

的學術工作對殖民統治與日本國族構建有所助益。 

在民族屬性不像日本如此「單一」的地方呢？中國學者鍾敬文以柳田的概念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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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因應中國多民族但又「多元一體」格局的情境，提出「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當

然，柳田的「一國民俗學」與鍾的「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其「一國」並不是同等的

概念，柳田的「一國」並非指日本帝國所支配的全域，但鍾的「一國」則是明顯是中國

的全域。即使概念範疇不同，無法否認的是民俗學確實是國族主義在尋找其「文化根基」

時常使用的知識資源。 

將視野移回臺灣，正如本書所引用的，岩本通弥指出臺灣具有複數的原住民族群，

這個民族狀態對於如何界定臺灣民俗學的研究對象而言確實是個問題（頁 358）。作者引

用林美容所說「臺灣民俗學通常指涉臺灣漢人之文化傳統的研究」，以及「漢化的原住

民族，即所謂的平埔族之文化傳統……或許也是臺灣民俗學應該探究的領域」（頁 365），

可見本書應是主張在多民族的情境下，民俗學與民族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有所區隔，這樣

的區隔也符合日本的學術傳統。 

不過接下來的內容使我們感到困惑，書中寫道：「陳奇祿 1、阮昌銳於國立藝術學院

講授『臺灣原住民文化』、『臺灣民俗』等專業課程，以民俗文化為授課內容的專業課程」

（頁 367-368），或者推薦序中寫道：「人類學家何聯奎與衛惠林合著的《臺灣風土志》

已經能夠兼顧原住民與漢人的民俗研究」（頁 7），又再次將原住民文化拉近／拉進民俗

的範疇。在文資法的實務上同樣使讀者對民俗學的範圍感到困擾，如鄒族戰祭、邵族年

祭、賽夏族巴斯達隘等原住民族祭典，皆被登錄為國家重要民俗文化資產，使「民俗」

範圍曖昧不明。 

綜觀本書，作者所研究的「民俗」對象，既無法說是農人或鄉下人，也難說一定是

漢人社會，在信仰傳承章節期對象甚至是日治時期日本人（頁 216）。作者僅說民俗學的

對象是「風俗習慣、傳說歌謠、生活器物等自古以來流傳於民間的民俗事物」（頁 31-32），

但沒有說明模糊的「民間」指涉的對象究竟是誰。對日本學界而言，民族學與民俗學雖

同樣屬於文化人類學的範圍，其研究對象有較明確的分野。但對臺灣來說，在缺乏民俗

學傳統的歷史條件之下，人類學與民族學不僅累積大量對於漢人社會的研究成果，對臺

灣原住民族與平埔族亦有豐富研究。 

這造成了在臺灣民族學研究中亦有民俗學蹤跡，且兩者關係甚為密切的情況，這點

在書中已有清楚爬梳（頁 362-367）。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民族學與民俗學這種曖昧不明

的狀況呢？這是作者亟欲擺脫的情境，但卻也尚未在學科理論層面上提出明確的應對方

案。關於兩者之間的曖昧關係，Herzfeld 進一步提醒我們，「現代人類學……藉著提高『原

住民』（native）聲音來蓋住『農民』的聲音（農民是經過馴服的『他者』，已被逼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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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歐洲各地必備的『民族角色』），使民俗學看起來更不重要。」（Herzfeld 1998[1992]: 

115），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民族學與民俗學之間的既相似又暗中競逐的複雜關係。 

至少就上述討論，並從獨立學科的角度來看，民俗學仍需要一個較為清楚的研究對

象之範疇。如同人類學家對於「文化」的定義與範疇爭論了上百年，即便給出來的內容

天差地遠，也是先有一個版本的結論才能有後續的討論。對於民俗學建構的工作來說，

儘管下了定義與範疇可能導致爭論不休，但總該踏出這第一步。我想這是民族學家與民

俗學家都該共同探討的議題。 

 

學科建構的未竟之業 

每一本學術作品都有它的貢獻與未竟之業，本書有其貢獻但不免地亦有所缺憾。作

者積極建構的「民俗學」是一門獨立學科，而非僅以民俗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既然如此，

本書在民俗學知識論與方法論上的討論就略顯不足。在知識論上，除了作者以柳田提出

的「傳承」作為臺灣民俗學知識論根基之外，其他地方的民俗學傳統又提出了那些知識

論前提？這些知識論前提又能給臺灣民俗學帶來什麼樣的可能性？或者，既存的臺灣民

俗研究中包含哪些知識論根基？哪些知識論有繼續發展的潛力？本書還未能提供有關

前述討論的指引。 

若本書以「傳承」作為民俗學核心概念來看，那些並未傳承至今的內容，如第二部

分中分析的金瓜石神社、臺北稻荷神社、戰前的稻荷信仰，儘管屬於民眾日常生活的範

疇，但其在戰後可以說是傳承斷裂的狀態，還算是民俗學的範圍嗎？如果說以影響當代

行為的角度來看而可列入民俗學研究範圍之中的話，這種「歷史民俗學」的研究又與歷

史學或相關研究取向（如歷史人類學、歷史社會學、日常生活史等）有何差異？其民俗

學研究方法與觀點的特殊性又是什麼？我想這都是在積極建構獨立學科時無法避免的

問題。 

另外則是，小熊英二曾提到，日本民俗學在 60 年代再次受到重視，其原因並非學

科本身的發展，而在於當時政治經濟情境使得人們對現代化產生質疑，正如同美國原住

民族人權議題發展與嬉皮文化興盛使人類學受到注目一樣（小熊英二  2008[2003]: 

259-260）。就這點而言，與國族主義對待民俗學的態度相仿，Herzfeld 說：「一旦這個共

同體形成，隨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忘記這個過程，於是民俗學立刻被打壓成社會科學中

最不重要的一支。一旦民俗學完成了它的工作，它就可以被推到一邊，它曾做為國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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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永久黏合劑的角色遂被斷然拋到腦後。」（Herzfeld 1998[1992]: 114）。由此看來，民

俗學勢必需要提出它在知識論上的特殊性，作為它在學科體系之中的立足點，至少使它

不容易被政治情勢輕易拋棄。 

在方法論上，本書雖提到一些研究方法，如行為研究法（頁 24）、現地調查、歷史

文獻（頁 26）、田野考察（頁 201）等，不過缺乏系統性的整理民俗學研究到底運用哪

些研究方法，也就缺乏更進一步或更廣泛的方法論探討。這或許是作者與讀者對於本書

定位看法之差異，相較於作者給出的研究成果集，讀者在看了書名、介紹與論著企圖後，

可能更期待的是本書能否提出較為清晰的民俗學架構。在知識論與方法論探討上的缺

乏，而要進一步去討論民俗學「不是社會學的俗民研究或人類學漢人研究翻版」、將散

落在各學科傳統中的民俗研究匯聚成民俗學的傳統，或者去申論民俗研究與民俗學研究

的區別（頁 372），都有一定的難度，但這又是作者希望本書所能達致的目標。 

此外，正如構建國族認同時，創造國族歷史是重要的工作，學科發展史對於建構一

門學科及其邊界、汲取思想資源、打造學術傳統而言亦是重要，因此我挺訝異作者將爬

梳臺灣民俗學研究史的章節放在本書最後一章，但這也許是為了不讓讀者昏昏欲睡所做

的貼心編排。 

本書的學術企圖與目標恢弘讓人敬佩，學科建構的過程也如書中所說：「科學的民

俗學，作為一門學問所需具備的知識體系建構之路，仍有漫長的路要走」（頁 377）。在

本土意識與文化資產概念日漸受到重視的當下，不論在學術本身的深化或是實務應用層

面上，一門獨立的民俗學有其存在的價值。林承緯教授這本作品，儘管並未完備民俗學

的學科建構，但仍提供了這項工程不可或缺的學術資源與思想基礎，藉本書所貢獻的民

俗研究與反思，「臺灣民俗學」的輪廓也將越來越清晰。 

 

附  註 

1. 原文「陳其祿」為錯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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